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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虽然对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并未关注到不同因素之间的组态效应对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联动影响。以中国48个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案例为研究对象，基于TOE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性识别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对提升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联动效应与配适性选择方案。研究发现：（1）驱动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路径有3条：以环境和技术条件为核心的竞争拉动型、以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发展的推拉合力型以及以组织和技术条件为构成的供给推动型。（2）在特定条件下，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组合能够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形成。（3）就核心条件而言，数字化水水平、府际竞争压力和注意力分配是驱动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关键要素。由此提出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加快推进县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强化注意力分配，以差异化的行动过程因地制宜开辟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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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path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county-level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quality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based on 48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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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is a strategic direction to fully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element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Although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quality, they have not paid attention to the linkage effect of the group effect between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quality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 we used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and identify the linkage effects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n the quality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48 counties in China.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re are three paths that drive the quality of high-level county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the competitive pull type with environmental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as the core, the push-pull type with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the supply-push type with organiz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as the composition. (2)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ic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an drive the formation of high-quality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counties in a "different way". (3) In terms of core conditions, the level of digital water, inter-governmental competition pressure and attention alloca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driving the quality of high-level county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This suggest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of high-quality digital village development b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y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strengthening attention allocation through a differentiated a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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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逐渐从城市向农村扩张，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浪潮。[1][2]为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供给推动优势，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后续也陆续出台一揽子政策计划，包括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及2022年《数字农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详细描绘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蓝图。国家顶层设计有力驱动地方实践响应和理论研究回应。从实践响应来看，增强乡村数字化发展能力，以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在乡村改革实践中的基本做法。具体而言，浙江等22个省份相继出台数字乡村发展政策文件，为省域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因地制宜的标准指引。其中，浙江、福建、安徽等多省份在国家遴选并确立117个数字乡村试点地区的基础上，对应开展省级数字乡村试点计划以此来彰显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定位，积极通过政策引导、扶持以及项目资金投入等形式加强资源优化整合和夯实数字乡村建设底座，在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过程中推动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在顶层设计与实践响应的双向互动下，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也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性的发展模式，比如浙江德清“全域数字治理试验区”、重庆荣昌“生猪活体网市”和江苏丰县“城市大脑”等，有力推动了当地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然而，由于要素禀赋、政策设计与环境需求的异同，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依然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其中，地方政府在数字乡村发展中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建设质量的区域差异大成为县域数字乡村发展面临的五大挑战之一。[3]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数字中国战略的新发展阶段，如何利用有效资源和策略性措施的协同配置来促进县域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依旧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从理论研究来看，部分研究者围绕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影响因素作出系列探索。譬如，有学者从技术赋能视角探讨了通信技术、数字化转型等因素对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影响效应。[4]付堉琪在结构理论框架下关照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认知和策略构建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5]此外，也有学者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点提出跨地域、跨部门、跨功能整合三维并进的数字乡村公共服务建设路径。[6]总的来看，相关研究已经充分关注到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因素对推动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功能，但大多数研究依然聚集于采用理论演绎的方式探讨某类要素对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单”效应，而并有效阐释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生成路径，难以系统揭示多要素互动的复杂运行机理和因地制宜提出数字乡村建设的科学发展方向。
据此，为进一步拓展数字乡村建设的边际知识贡献，本研究立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背景，借助“组态视角”和引入TOE框架，通过运用fsQCA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实证探讨技术、组织和环境三方面因素对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影响，从而识别出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生成路径。具体来说，本文旨在解决三个议题：（1）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条件组态是什么？（2）哪些条件在其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核心作用？（3）条件变量之间存在怎么样的组合关系或替代关系？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解答加深对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驱动路径和作用机理的理解，进而为优化数字乡村建设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2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2.1  理论进展
一些学者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及其影响因素等议题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探索，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第一，内涵价值视角主要回应数字乡村建设“是什么”。有研究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是建立在以人为本、整体协同治理理念基础上，以数字技术为工具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等进行数字化重塑的建设模式，对高质量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7]事实上，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化技术与乡村结构场域的互动融合，也创造了新的时空内涵和空间生产关系。因此，有学者在空间社会学理论视阈下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是流动空间全面嵌入地方性空间而使得乡村成为新型二元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国家制度空间情景和信息技术推动下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结构和关系的系统重构。[8]此外，数字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利用技术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效能，所以它也被理解为是一种基于数字的乡村管理服务形式，即居民通过使用有效的信息工具，集成连接到乡村统一的应用程序之中，最大限度实现公共服务可及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目标。[9]另外，也有学者从自主治理理论[10]、数字鸿沟[11]等视角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扩展型讨论。
第二，技术赋能视角主要回应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拖底”功能。沈费伟等提出，尽管数字乡村建设在不同类型乡村具有不同的任务和目标，但均需要无线通信网络、数字服务平台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分析、互联互通管理体制的联动支持作用。[12]Ydersbond等[13]研究认为数字服务水平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活力基础，主要包括数字教育、电子健康、电子通勤和数字培训等多种类型。王亚华等通过构建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以及狭义数字经济层的数据要素、网络平台等技术有效降低了数据信息的搜寻、复制、传输、追踪和验证成本，有力重塑了数字乡村治理内在结构。[14]武小龙研究指出数字技术“硬件底座”和“软件平台”的同步建设和运行是保证数字乡村建设有效落地的治理基础。[15]此外，一些学者也从逆向角度讨论了乡村信息基础设施零碎化、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稀少化和异化对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负面影响。[16][17][18]
第三，组织结构视角主要面向数字乡村建设的组织管理和制度规则。数字技术采纳和应用既取决于组织对任务、人员、组织结构的安排规划[19]，也受到普遍存在的官僚政治、规范准则、文化信仰等多重制度性因素的影响。[20]换言之，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建设质量的提升牵涉到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管理决策与制度设计，是数字技术、治理制度互相建构的结果。[7]一项针对印度尼西亚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指出，以村长为代表的行政力量是实现数字乡村建设成就的核心任务，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村庄行政机构和提高人力资源准备能力来数字乡村的可持续性。[21]Salemink等[22]研究发现政府自上而下的监管措施和财政补贴是消弭城乡“数字鸿沟”的最常见工具，能够有效改善乡村社区的数字链接和提高数字流通性、包容性。在整体性治理的研究视野下，方堃等认为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整合作用来重构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提升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关键举措。[6]部分学者也指出政策设计缺位与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不足[23]，以及条块分割管理体制[24]等制度困局严重制约了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提升。
第四，环境需求视角主要聚焦数字乡村建设的农民需求和要素匹配。数字乡村建设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惠及民生以及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集体性行动，其目标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5]换言之，农村居民的现实需求对数字乡村建设质量具有重要牵引作用。吴莹等研究发现，村民的主体性和需求始终是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关注焦点，构成了公共治理事务的重要节点。[26]刘少杰等指出，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满足农民最紧迫的需求，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并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行动主体，从而有效解决数字乡村建设悬浮的问题。[27]此外，在我国集权型政治体制下，为赢取政治锦标赛和横向竞争之间绩效考核优势，部分地方政府也会在府际经竞争压力驱动下加大对数字化技术的采纳应用，并寄希望于在短时间内通过斥巨资的形式迅速优化当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而提高数字乡村建设效果。这说明，横向政府间的竞争压力也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此外，有学者也讨论了社会经济发展对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影响作用。Song等[28]认为，城市住宅收入、总入学率和农村住宅收入等社会经济问题是数字乡村信息传播和通信技术建设的主要决定因素。Reddick等[29]利用美国的数据实证分析也发现，社会经济因素在数字乡村宽带接入和可负担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献回顾可知：既有研究已经广泛讨论并证实技术条件、组织结构与环境需求对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及其质量的影响，为丰富和加深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解提供了理论起点，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研究缺憾：第一，现有研究多是从宏观层面采用理论推演、描述性分析等规范性研究方法来识别和归纳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和政策建议，尤其缺乏利用经验素材和统计数据来进行微观实证分析，难以从量化的角度直观展示不同条件变量与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内部关系，导致研究结论的精准性有所折扣；第二，作为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数字乡村建设并不由某一条件变量的线性效应单独所决定，而是受到多主体、多要素协同组合影响。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探讨了诸多潜在要素的单一价值，即基于统计回归来检验单一要素的边际净效应[30]，尚未从集合论视角探讨技术条件、组织过程和环境需求对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驱动机制，缺乏对多重条件之间协同效应的系统挖掘。鉴于此，为弥补理论研究缺憾和有效指导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亟待进一步挖掘其影响因素和实践机制。
2.2  分析框架
本文将TOE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建构的理论基础。该理论由Tornatizky和Fleischer在1990年提出，是目前国内外用于解释技术采纳、应用以及技术整合等议题最为广泛的理论模型。[31]该模型强调多层次情景要素对技术应用效果的综合性影响。[32]具体来说，TOE框架将影响技术应用的要素归结为三大类型，包括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其中，技术条件涵盖技术能力和技术资源等自身特征要素，它格外关注技术与组织结构和能力的匹配程度及是否能够产生后续收益。[33]组织条件是由组织规模、组织资源、运行机制等组织特征要素构成，主要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价值。[34]环境条件指的是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外部压力性、支持性、需求性环境要素以及竞争环境等，重点关注技术应用的生态营建。[35]当前，TOE框架已经在可持续智能城市治理[36]、电子政务[37]以及电子商务价值创造[38]等多领域广泛应用，其理论内涵和边界也得到进一步拓延，为本文将其引入到探索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提供了可能。但实践背景和议题选择的迥异也启示我们需要对理论模型进行本土化改造，如有学者指出TOE框架存在水土不服以及尚未充分关照多重技术应用场景之间的关系组合问题。[39][28]对此，基于地方政府的制度情景和县域数字建设实践，在TOE框架的基础上引入组态思想进行调试拓展，最终形成包含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7个要素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如图1）。
第一，技术条件。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水平两个二级条件。既有研究已经广泛证实，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稳步推进县域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和战略保障。在数字化转型中，基础设施不完善和数字资源的“稀缺化”是导致城乡“数字鸿沟”的主要诱因，其直接关系到数字技术与乡村现实情景的耦合程度和使用效率，并直接影响数字乡村建设质量和可持续性。[40]另外，持续高效的数字化水平是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始终呈现加速度和和展现新活力的“助推器”。一方面，数字技术在乡村场景应用中的连接化、扩散化和精准化能够形塑乡村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数字生态和数字文化的立体式发展格局，这为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整体效能的提升创造了机会。[41]另一方面，乡村数字化创新所带来的溢出效应能够有效吸引返乡创业主体的涌入以及畅通城乡信息流、物流、技术流等自由流动渠道，进而拓宽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域和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为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多元化和资源充足化提供前提条件。
第二，组织条件。具体包括政府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注意力分配和财政投入两个二级条件。政府是推动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最重要主体之一。根据有限理性假设，政府决策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即注意力驱动决定政府决策。[42]在中国公共治理场域中，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影响政策落地和项目实施的重要因素，对于政府注意力分配较为集中的领域，往往能够产生更高的任务绩效和组织效能。[43]因此，政府对数字乡村议建设题所分配的注意力强弱是决定其是否能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另外，在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专业技术人才聘用，抑或是配套性基础设施的建立均需要充足的政府财政拨款支撑，即政府财政支出的满足与否对其数字乡村建设同样存在潜在影响。
[bookmark: _GoBack]第三，环境条件。具体包括用户需求、府际竞争压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三个二级条件。首先，数字乡村建设是以需求为导向，让民生保障、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数字化服务广泛向乡村延伸的系统性工程，旨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研究证实用户需求是影响农村信息技术采纳、推广和应用效果的关键要素，城乡用户需求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导致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诱因。[44]这也充分表明，用户需求量大小也将直接影响数字乡村建设情况。其次，府际竞争压力是影响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又一重要环境变量。创新扩散理论指出，基于地理临近的同级政府竞争是影响本地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45]随着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政策的出台，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旋即兼具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的双重特质，其建设效果也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相挂钩。在相对绩效考核的中央政府人事任命和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同级竞争对手的优异表现会给本级政府带来额外的压力传递，并推动本地政府提高对应任务工作绩效。最后，从实践进展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也存在潜在影响。一般而言，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为数字乡村发展夯实基础，包括信息技术设施和应用场景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以及用户需求的集聚化等，这些积极因素的存在均对数字乡村建设发挥着积极作用。
[image: 图形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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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组态分析的理论框架
3  研究方法与变量设计
3.1  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取能够识别条件组态与结果间复杂因果关系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来进行分析。QCA是一种立足于布尔代数的集合论组态分析方法[46]，最初是由社会学家拉金（Ragin）创立并使用。与传统回归方法特别关注单变量的“净效应”不同，QCA以识别“综合效应”为根本目标。换言之，QCA方法始终承认条件变量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且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形式对结果变量发挥影响，以及回答多个不同条件的组合如何导致相同结果的产生，从而为探寻社会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以及各因素交互对结果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分析工具。[47]
根据变量的赋值类型，fsQCA允许条件和结果变量取“0”到“1”之间的任何数值，能判断条件和结果在集合中的隶属度，最大程度保留数据信息，是目前学者应用较多的QCA方法。就本研究而言，旨在挖掘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的不同因素如何对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发挥影响，三个层面的前因条件具有多重并发性，适合采用fsQCA方法进行分析。
3.2  样本选择
本研究遵循fsQCA对案例数量、典型性和多样性等原则，首先，以2022年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2020》为案例数据库，挑选2020年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指数排名前24名作为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案例进入研究案例库，满足案例典型性的要求；其次，依据县域所在的不同省际分布，在数据可获得且质量保证的基础上，本文分别选取了涉及26个省市自治区的县城案例
[footnoteRef:0]，较好满足了案例代表性要求；最后，QCA方法要求案例间具有可比性，案例选择应当追求案例间的最大异质性[48]，本研究也选取了2020年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指数未进入前100的24个县域案例作为相对较低水平的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案例进入研究案例库。因此，本研究共选取了48个案例样本作为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研究案例库（见表1）。 [0:  《报告》中并未涉及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的县城数据。此外，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数据缺失较多，无法满足模型计算要求，因为未被纳入。] 

表 1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案例
	序号
	县域名称
	所在省份
	建设质量指数
	序号
	县域名称
	所在省份
	建设质量指数

	1
	德清县
	浙江
	122.08
	25
	句容市
	江苏
	83.91

	2
	安吉县
	浙江
	112.83
	26
	成武县
	山东
	75.71

	3
	桐乡市
	浙江
	106.87
	27
	浏阳市
	湖南
	76.89

	4
	余姚市
	浙江
	106.55
	28
	禹州市
	河南
	74.91

	5
	闽侯县
	福建
	105.59
	29
	河津市
	山西
	68.44

	6
	武义县
	浙江
	105.06
	30
	宾阳县
	广西
	58.01

	…
	…
	…
	…
	…
	…
	…
	…

	…
	…
	…
	…
	…
	…
	…
	…

	18
	缙云县
	浙江
	97.28
	42
	虎林市
	黑龙江
	50.23

	19
	正定县
	河北
	96.87
	43
	韩城市
	陕西
	66.37

	20
	仙居县
	浙江
	96.66
	44
	黔西县
	贵州
	58.85

	21
	瑞丽市
	云南
	96.64
	45
	安宁市
	云南
	65.05

	22
	集美区
	福建
	96.45
	46
	彭阳县
	宁夏
	44.41

	23
	安溪县
	福建
	95.52
	47
	宁南县
	四川
	39.56

	24
	仙游县
	福建
	95.51
	48
	玛多县
	青海
	22.20


3.3  变量设定与赋值
由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已被广泛证实是影响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条件，通过借鉴TOE框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提炼7个前因条件。
3.3.1  条件变量
（1）信息基础设施。《报告（2020年）》对2020年我国县域数字乡村的信息基础设施情况进行了评估。本文选用48个县级政府的信息基础设施指数为变量赋值，其中，最高为德清县102分，最低为玛多县0分。
（2）数字化水平。乡村治理数字化效果是县域数字化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县域数字化水平。对此，本研究选取《报告（2020年）》中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作为县域数字化水平的指代变量。其中，最高为苍南县96.81分，最低为玛多县0.09。
（3）注意力分配。参照已有研究经验[49]，采用三个指标来测算县级政府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注意力分配强度。第一，是否成立数字乡村建设领导小组或工作专班？第二，是否由县委书记、县长或副县长等副县级及以上领导担任领导小组或工作专班的领导者？第三，是否出台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规划以及其他支持政策？根据访问各县级政府及组成部门的官方网站与部分新闻的观察结果来赋值，三项指标均满足的县级政府为3分，满足两项的为2分，满足一项的记1分，均不满足的则记0分。
（4）财政投入。本研究使用各县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金额为该变量赋值，数据来源于各县（区）《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用户需求。移动电话用户数体现了县域潜在的、对数字乡村建设有需求的人口数量，当用户数量越多时，对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要求就更高。本文选取各县2020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移动电话用户数为变量赋值。其中，最高数值为261.33万户，最低值为1.5万户。
（6）府际竞争压力。府际竞争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呈现地理相关性，即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受到毗邻省份的影响。基于已有研究经验，采用临边法，通过计算各县毗邻县域的数字乡村指数的平均值作为测量指标。如果毗邻县域拥有较高的数字乡村发展指数，表明该省份面临较高的府际竞争压力。其中，最高值为桐乡市122.08分，最低值为玛多县28.19分。
（7）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重要变量，而地区人均GDP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联系。本文选取人均GDP为前因变量，数据来源于各县《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中，最高数值为安宁市20.18万，最低值为黔西县2.12万。
3.3.2  结果变量
本研究以《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2020）》中的数字乡村指数为结果变量。该报告从多维度评估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基本上能够反映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真实情况。
表2 变量内涵及数据来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内涵
	数据来源

	结果变量
	县域数字乡村发展质量
	对各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估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2020）》

	条件变量
	数字化水平
	对各县域数字治理水平的测量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2020）》

	
	信息基础设施
	各县域信息基础设施得分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2020）》

	
	注意力分配
	（1）是否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或工作小组；（2）是否由县长、副县长担任机构领导；（3）是否出台政策
	各县级政府网站+网络新闻资源

	
	财政投入
	县级政府的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人）
	各县202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用户需求
	各县移动电话用户数量
	各县202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万元/人）
	各县202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府际竞争压力
	毗邻县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均分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2020）》


3.4  变量校准
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进行变量校准，即分别选择样本的95%、50%和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将变量数据标准化转换至0-1，校准后各变量如表3所示。
表 3 变量校准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结果变量
	县域数字乡村发展质量
	41.74
	89.71
	110.15

	技术变量
	信息基础设施
	46.55
	86.70
	102.00

	
	数字化水平
	36.88
	65.70
	88.09

	组织变量
	注意力分配
	1
	2
	3

	
	财政投入
	0.53
	1.07
	2.73

	环境变量
	用户需求
	16.19
	75.97
	202.99

	
	府际竞争压力
	38.89
	68.21
	108.36

	
	经济发展水平
	2.83
	7.04
	10.98



4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4.1  必要条件分析
首先对条件变量的必要性进行检验。当某一条件的一致性在0.9以上时，就可以被视为必要条件。如表4所示，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低于0.9的阈值，说明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的联动匹配共同影响其发展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水平、府际竞争压力对县域数字乡村高水平发展质量的一致性超过了0.8，表明县域数字化水平、毗邻县的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是影响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发展质量的关键要素，但具体影响需要在条件组态分析中进一步识别。
表 4 必要条件分析
	
	高水平发展质量
	低水平发展质量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信息基础设施
	0.7990
	0.7518
	0.4842
	0.4470

	～信息基础设施
	0.4123
	0.4490
	0.7311
	0.7811

	数字化水平
	0.8336
	0.6141
	0.4931
	0.4724

	～数字化水平
	0.4598
	0.4804
	0.8061
	0.8262

	注意力分配
	0.6529
	0.7629
	0.3433
	0.4090

	～注意力分配
	0.5134
	0.4435
	0.8263
	0.7002

	财政投入
	0.6071
	0.6535
	0.6231
	0.6579

	～财政投入
	0.6822
	0.6484
	0.6719
	0.6265

	用户需求
	0.6967
	0.7800
	0.4997
	0.5490

	～用户需求
	0.5972
	0.5489
	0.7997
	0.7212

	府际竞争压力
	0.8229
	0.8730
	0.4501
	0.4685

	～府际竞争压力
	0.4990
	0.4805
	0.8780
	0.8295

	经济发展水平
	0.7057
	0.7185
	0.5541
	0.5534

	～经济发展水平
	0.5613
	0.5620
	0.7181
	0.7054


4.2  条件组态分析
本研究使用fsQCA3.0软件构建真值表，对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发展质量生成的条件组态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共得出8种条件组态，说明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发展质量的生成具有多重并发性。一方面，所有条件组态的一致性均在0.9以上，表明每种条件组态均对结果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度。另一方面，所有条件组态总体一致性为0.9721，这意味着所有满足8种条件组态的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案例，有97.2%的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案例呈现高水平；总体覆盖度为0.6620，意味着8种条件组态共覆盖了66.2%的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案例。总的来说，解的一致性和覆盖度均高于临界阈值，可以认为实证分析符合要求。基于8中条件组态，可以通过“合并同类项”的方式进一步识别技术、组织和环境在推动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差异化适配关系。
表 5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条件组态分析
	条件变量
	竞争拉动型
	推拉合力型
	供给推动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6
	组态7
	组态8

	信息技术基础
	⊗
	
	●
	
	●
	●
	●
	●

	数字化水平
	●
	●
	●
	●
	●
	●
	●
	●

	注意力分配
	
	⊗
	⊗
	●
	●
	●
	●
	●

	财政投入
	⊗
	⊗
	●
	●
	●
	
	⊗
	⊗

	用户需求
	●
	●
	⊗
	●
	
	●
	⊗
	⊗

	府际竞争压力
	●
	●
	●
	●
	●
	●
	●
	⊗

	经济发展水平
	⊗
	⊗
	⊗
	●
	●
	●
	⊗
	●

	一致性
	0.9583
	0.9685
	0.9625
	1
	0.9965
	0.9977
	0.9829
	0.9942

	覆盖度
	0.2753
	0.2926
	0.2117
	0.3232
	0.3525
	0.3648
	0.2138
	0.2130

	唯一覆盖度
	0.0165
	0.0243
	0.0149
	0.0103
	0.0293
	0.0537
	0.0182
	0.0194

	解的一致性
	0.9721

	解的覆盖度
	0.6620


注：用●和●分别表示核心条件存在与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条件可存在或不存在，对结果的影响无关紧要。
4.3  组态路径的整合性分析
按照核心条件相同的合并规则，可以将8条组态概括为3条驱动路径，分别是竞争拉动型（“技术—环境”主导）、供给推动型（“技术—组织”主导）和推拉合力型（“技术—组织—环境”综合主导）。
4.3.1  竞争拉动型——“技术+环境”主导
组态1、2和3表明，当县级政府拥有较好的数字化水平，以及面临较大的府际竞争压力情况下可以打造出高水平的数字乡村建设质量。具体而言，在组态1、2的路径中，财政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均为边缘条件缺失。在组态3中，经济发展水平、用户需求以及注意力分配作为边缘条件缺失。竞争拉动型组态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财政供给能力较弱或用户需求和注意力分配较低的县级政府，也能够在毗邻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压力的拉动下，巧妙利用本县原有的数字化技术优势实现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快速提升并跻身全国前列。组态1、2和3路径分别能够解释约28%、29%和21%的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案例。从实践样本来看，竞争拉动型对应的高水平案例有苍南县、平阳县等，结果如图2所示。以苍南县为例，据《报告（2020）》指出，苍南县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高达96.81，位列全国县域第一。近年来，苍南县将数字化改革列为全县“十大攻坚看落实”行动之一，组建专班矩阵和聚焦数字社会整体智治建设等关键议题，通过建设互联网+党建、互联网+政务、互联网+村务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始终坚持末端治理和数字赋能理念，创造性建设以“数字门牌”（安装二维码门牌44.8万个）为基础、海量数据为依托的数字化网格系统（门牌管理“一码清”、村社治理“一码知”等）和五大功能应用场景，利用末端感知、末端执行、末端评价，以社会“小单元”推进基层“大治理”。[50]乡村治理数字化的精密智治优势为苍南县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内在技术基础和提供内在动力，而外在府际竞争压力的集聚也为苍南县数字乡村建设给予了充分的推力。在绩效考核体制中，临近地区之间容易产生政策模仿行为[51]且与邻省地区官员的政绩比较是影响能否晋升的重要因素。[15]苍南县在地理位置上与泰顺县、福鼎市、平阳县和文成县接壤，其府际竞争压力得分为80.13。在外在府际竞争压力强势推动下，苍南县结合自身乡村治理数字化优势，将数字化、智慧化技术深度嵌入到农业产业化、乡村治理和弥合城乡鸿沟等问题之中，充分释放数字化创新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用。由此，苍南县也分别获评“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省级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先进县”等荣誉称号，县域数字乡村整体性建设质量也在全国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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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 2 条件组态1的解释案例
4.3.2  推拉合力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发展
如表5所示，组态4、5、6和7在核心条件上具有互通性，均表明当县域政府同时拥有较好的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时，其能够打造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质量。从分组态看，组态4强调了数字化治理技术与组织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共融，此条路径可以解释32.3%的高水平建设案例。组态5指出，拥有高府际竞争压力、高经济发展水平、高技术条件和高组织条件的组态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数字乡村建设质量，此条路径可以解释35.3%的高水平建设案例。组态6强调高注意力分配、高技术条件和高环境条件的耦合能够产生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案例，此条路径可以解释36.5%的高水平建设案例。组态7指出高府际竞争压力、高注意力分配以及高技术条件能够产生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案例，这条路径可以解释21.4%的高水平建设案例。从组态关系来看，4条组态均强调了技术、组织和环境的三重协同驱动对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将这四种组态归整命名为“推拉合力型”。从既有研究的主流观点来看，“推拉合力型”的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模式是一种符合理论预期且较为科学的发展模式。有研究指出，数字乡村治理的落地实施需要在软硬件建设、组织整合和人才培育等方面持续发力[52]，深刻凸显以人为本、成效导向、统筹集约和协同创新的优势特点。[7]“推拉合力型”模式充分彰显县域政府在积极响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加大组织投入力度和充分运用已有的技术优势聚焦于打造数字乡村建设新格局，以内在结构功能的最优化实现县域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
从现实案例来看，“推拉合力型”对应的典型案例有桐乡市、德清县（如图4所示）等。以桐乡市为例，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桐乡市长期拥有较为优势的数字化基础。据《报告（2020）》指出，桐乡市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和信息基础设施指数均位居全国前列。同时，来自周边地理环境的府际竞争压力和本地公民需求的日益增长，数字乡村建设也逐渐上升为政府输出政务服务绩效和体现公共价值的“一把手工程”而得到桐乡市政府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为将数字优势转化为乡村转型发展和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基础型资源，桐乡以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建设为抓手，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全省率先成立市级智慧农业发展中心，架起组织体系“四梁八柱”，全面统筹和规划数字乡村建设。[53]在注意力分配高度集中和数字化基础先发优势的共同作用下，桐乡市政府将数字化技术与农业产业链深度融合，大力推进全域未来乡村建设，创建7个省级未来乡村。最后，通过推动数字网与治理网“双网融合”，在全省率先打造推动率先打造“四治融合”基层治理平台，实现“网格化管理”和“四治融合”有机结合。桐乡市2020年数字乡村指数位列全国县域第3名，也连续三年获评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先进县，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位居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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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 3 条件组态2的解释案例
4.3.3  供给推动型—“技术+组织”主导
如图4所示，组态8表明：高信息技术基础、高数字化水平和高注意力分配为核心条件的组合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数字乡村建设案例。这一路径表明，当县域政府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并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加以强势推行时，往往会结合自身禀赋条件和数字化发展优势来加速实现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高水平。就核心条件而言，技术条件和组织条件的双重驱动可以被命名为“供给推动型”即政府注意力倾斜性分配下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场景的再深化。此条路径能够解释21.3%的高水平建设案例，其中，约1.9%的高水平案例仅能被这条组态所解释。这一组态意味着，无论环境要素的需求程度如何，只要县域具备了完备的技术要素，并引发了政府注意力的倾斜性分配，就能够通过技术与组织的协同互动促进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高水平。既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和央地政府的战略规划与组织支持借由协同共生与适应性耦合的作用机制对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促进作用。[54]而当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支持体系离心发展，则会降低两者的乘数效应，使得数字乡村建设沦为“无水之源”。[55]
从现实案例来看，“供给推动型”对应慈溪市和闽侯县（如图4）。以慈溪市为例，据《报告（2020）》指出，慈溪市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和信息基础设施指数均位居全国前15名，在数字化发展水平上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2020年，慈溪市入选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为充分发挥数字乡村试点地区的政策创新和示范引领作用，慈溪市先后成立数字慈溪（城市大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专班，并研制和发布全国首个《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为各地数字乡村技术标准制定和工作协调统筹提供了引导性支撑。慈溪市围绕数字乡村建设任务打造“乡村大脑+产业大脑+未来农场”组合式改革，通过建设“1”个数字乡村数据平台，绘制“1”张农业农村地图，搭建“1”个数字乡村驾驶舱，围绕生产管理、流通营销、行业监管、公共服务、乡村治理“5大”核心业务领域，开发“N”个特色创新应用场景等举措，全面实现数字乡村建设提档增速与为乡村发展添“智”增“质”的政策目标。据《报告（2020）》显示，慈溪市数字乡村建设质量位列全国第8位。此外，慈溪市也先后获评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先进县、浙江省数字乡村“金翼奖”十佳县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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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 4 条件组态3对应的解释案例

4.3.4  潜在替代关系分析
通过组态对比发现，技术、组织以及环境条件之间存在潜在的替代关系。首先，通过组态3与组态4对比发现，就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县域而言，在共同面临较强的府际竞争压力时，注意力分配（组织）、财政投入（组织）、用户需求（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环境）的条件组合可以和信息基础设施（技术）相互替代，如图5。其次，对组态3和8进行对比发现，对于共同拥有较高数字化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县域而言，府际竞争压力（环境）和注意力分配（组织）相互替代，如图6。组态1、2与组态8对比发现，对于拥有较高数字化治理水平的县域而言，信息基础设施（技术）和注意力分配（组织）的条件组合可以和府际竞争压力（环境）相互替代，如图7。
潜在替代关系表明，在特定条件下，三类条件的要素组合能够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形成高水平的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也再次印证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达成过程的繁复性。此外，三类条件的替代关系也隐喻着信息基础设施和府际竞争压力两个条件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在特定的客观禀赋条件下，信息基础设施和府际竞争压力均能发挥出其他相关组合出现时才有的效果（如图5和图7）。另外，图6所揭示的注意力分配和府际竞争压力的替代关系则凸显了府际竞争压力在打造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中的关键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我国高水平的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案例大多集中于浙江省，地理位置的近距离性和数字乡村建设的高水平性引致县域之间面临的府际竞争压力长期处于高位。县域政府在府际竞争压力的“强激励”推动下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资源优势和不断提升该事项在政府议程中的优先性，以此来有效达成绩效考核目标和获取县域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案例之间在技术条件层面的差距较小，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客观禀赋条件难以在短时间内主动快速改变现状，而是需要借助“催化剂”的作用方能发挥技术赋能效应，促进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快速提升。
最后，本研究也对非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组态路径进行检验来响应“因果不对称”的探究。研究发现生成非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路径组态共有6条，但上述6条组态并不是产生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对立面。这也意味着，驱动县域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和非高质量的的实现机制具有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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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 5 技术与“组织+环境”间的替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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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 6 组织与环境的替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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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 7 环境与“技术+组织”间的替代关系

4.3.5  稳健型检验
采用更改结果变量的赋值方式和调整一致性门槛值两种方式进行稳健型检验。首先，将一致性门槛值由0.8调整为0.85后，实证产生的组态结果与原组态相比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在总体性一致性指数和覆盖度两个指标上仅有略微变化。其次，将“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校准方式由“九五分位”调整为“四分位”后，检验结果与原结论基本一致。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并无变量的一致性指数超过0.9；组态分析结果得出与上述结果相同的8条路径，且总覆盖度为0.672，能解释67.2%的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案例，与此前相比反而有所提高，一致性指数达到95.7%，略微有所下降。因此，以上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均可表明本研究所得结论是稳健的。
5  结论与建议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城乡平衡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要素，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然而，已有研究并未对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基于此，本文以我国48个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案例为研究样本，在TOE框架下，使用fsQCA来进行条件组态分析，试图检验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影响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技术、组织、环境条件无法单独构成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必要条件，即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是由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在不同情景条件协同组合匹配后的产物，主要包括3条组态，分别是竞争拉动型（“技术+环境”主导）、推拉合力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发展）和供给推动型（“技术+组织”主导）。其中，技术条件中的数字化水平变量在3条驱动组态中始终存在，这意味着数字化水平在产生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二，在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驱动路径中，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存在潜在的替代关系，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和府际竞争压力可以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第三，就核心条件而言，数字化水平和府际竞争压力是能快速提升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条件变量，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意义。第四，产生非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组态有6条，但其与产生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组态并非是对立面，呈现明显的非对称关系。
本研究结论也具有实践启示意义：第一，因地制宜推进县域乡村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加快提升县域乡村数字接入水平。由于资源禀赋、发展定位以及生产要素结构的不同，数字乡村建设与城市数字化发展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城市数字化发展中的部分举措并不能完全照搬到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之中。此外，不同县域之间的数字化基础设备、技术和准备水平也参差不齐，这也决定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模式和路径不能千篇一律。对此，各地政府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加大对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投入，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有效推动农村地区5G、通信设备、物联网、千兆光网及云计算中心等数字技术生态体系建设。同时，对于现有条件无法支撑大力发展5G技术以及建设数字化设施的乡镇而言，可考虑通过电信补贴等惠民措施来提升农户的数字接入水平，进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性发展。第二，正确将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内在动能，稳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在晋升激励和绩效考核的作用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外部性”可能引致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并呈现出操之过急、盲目跟风和过分投入等偏差行为而影响其建设质量。对此，地方政府理应科学回应来自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竞争压力，通过利用当地的数字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公民需求等禀赋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制定数字乡村建设方案和总体性政策，以差异化的行动过程寻找到适宜于本地的数字乡村建设突破口。第三，适度提升数字乡村建设在县域工作中的优先级，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技术、组织、环境条件的潜在替代关系意味着，政府注意力的倾斜性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环境资源不足所产生的消极效应。因此，县级政府在结合当地优势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建立工作专班或出台专项政策的形式增强注意力配置，以高位推动的形式破解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结构性困境。此外，政府组织内部也应积极培育数字化领导力和做好政务信息公开、政府数据开放等，充分满足村民数据需求以刺激全域数字乡村建设。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性。第一，受限于资料的可获取性，本文仅采用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来指代县域数字化水平，变量选取较为单一，未来理应选取多项指标共同测量而得出。第二，囿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本研究仅对使用了1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并未建立囊括多年份的面板数据，这削弱了研究结论在历时维度上的解释力度。第三，本文虽然通过构建TOE框架阐释了高水平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的驱动机制，但对于TOE框架中的部分关键因素依然无法进行有效测量，比如组织氛围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研究结论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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